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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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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studies the impact of 3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31 provinces and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and-controll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market-motiv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tools have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have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outpu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various regions reflect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with lagged first stage are used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GMM)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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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由于对国际经济形势的把握精准到位，我国经济保持飞速而稳定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但由于未改进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产生了环境被破坏的乱象。传统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以为，环境与经济之间无法两全其美，不能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但Porter等[1]在1995年提出的“波特假说”则颠覆了这种传统认知，认为政府采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有利于激发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
目前对于环境规制工具的分类主要有3种：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关于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两类，对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一个地区，人民、政府和企业共同享有环境的一切责任，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自身安全与福利水平。因此，公众参与是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Langpap等[2] 研究了几年内美国境内治理水污染的案件，发现公众监督、公共行政诉讼和公共执法等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案件治理中表现良好。现有的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文献大多关注对理论政策的讨论，对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实证文献较少，而将3种规制工具进行对比分析的文献也比较局限。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本文通过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构建面板模型，探讨3种不同的规制工具对我国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讨论“波特假说”的合理性，并将31个省份分为3个区域①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如何按区域构建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以此诱发技术创新提出参考建议。
2  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波特假说”所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一般分为如下3种观点：
（1）支持“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表现为促进作用。Cole等[3]认为在法律强制度较高的国家，创新的效率要比其他国家更高，因此，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Santis等[4]以1995至2008年间欧洲经济数据为样本检验“弱波特假说”，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越强越能刺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严格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提升生产活动效率。Rubashkina等[5]根据欧洲17个国家制造业企业在13年内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尤济红等[6]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引导R&D偏向绿色技术方向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活动。邓峰等[7]构造了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得出环境规制能有效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2）反对“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表现为阻碍作用。Dean等[8]使用瑞典的纸浆与造纸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设置得太过严苛会使得服从制度下的企业承担的成本过多，从而导致其市场状况不佳。Kemp等[9]的研究表明，过度的环境保护将使得企业不得不购买有关设备来控制污染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并雇佣人员运行这些污染控制设备，从而致使企业生产流程中的各项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在市场的角逐中失去优势。谢荣辉[10]通过构建两阶段模型检验13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越大。
（3）对“波特假说”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认为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无法简单界定。Darnall等[11]认为，部分环境规制可以引起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但仍有一部分的环境规制无法使得企业获得良好的创新绩效；同时，企业的某些技术创新行为是由于其他因素而并非环境规制所引起的。Kneller等[12]以英国7年间制造行业的数据构造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发现环境规制对整体研发支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白雪洁等[13]在研究中利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总体上提升了火电行业的产业效能，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我国的所有地区。刘伟等[14]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李璇[15]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前段时期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后一个时期的环境规制能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沈能等[16]认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慢慢提高，技术创新产出会随之降低，但规制强度超过一定阈值后，反而会提高技术创新绩效，两者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李平等[17]则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三重门槛：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技术创新有一定进步，但这种进步十分微弱；最优条件下的环境规制能明显改善技术创新绩效；但当规制强度过高时，这种激励效应反而会减弱。陶长琪等[18]根据价值链理论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刘伟等[19]和钟念等[20]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的工业技术创新影响趋势表现为U型，而对不同的工业行业，U型拐点的出现早晚也会有所不同。
对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数未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纳入讨论范围。Montero[21]通过比较分析排放标准、行为标准、交易许可和拍卖许可这4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发现标准制度比许可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廖进球等[22]构建地区竞争模型，比较了我国两种常见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更有利于激励地区进行技术创新。王小宁等[23]对我国西部地区的11个行政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并阐明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优，而隐形的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无明显作用。占佳等[24]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工具的影响表现有差异。张倩[25]则认为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两种绿色技术创新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还有一些控制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张平等[26]实证研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并细分3种不同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对分析其影响绩效，做门限回归分析。
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3.1  计量模型设定
[bookmark: _Hlk493836524]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水平不依靠外生因素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内生的技术创新是能够确保这种经济现象的重要来源，其表现形式为一种产出。与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类似，技术创新过程需要一定投入。环境规制工具作为本文考察的重点，按以往的研究和理论分析来看，可大致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从这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2005—2015年间的有关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技术创新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并对模型采用双对数形式，以此缓解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及方程的异方差性。模型构建如下：
（1）
式（1）中：变量下标i表示各个地区，t表示年份，表示截距项，表示随机误差。模型中变量的具体解释见下文。
3.2  变量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31个省份（以下简称全样本）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11年，样本数为341个。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以及历年的《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对变量做描述性信息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个

	lnTI
	8.864
	1.742
	3.784
	8.910
	12.506
	341

	lnKZ
	1.416
	0.837
	－0.687
	1.372
	4.046
	341

	lnJL
	0.174
	0.527
	－2.996
	0.191
	1.539
	341

	lnCY
	6.808
	1.418
	0.693
	7.184
	9.014
	341

	lnGDP
	8.956
	1.075
	5.517
	9.148
	11.011
	341

	lnCZ
	9.271
	1.505
	3.307
	9.480
	11.901
	341

	lnRS
	8.421
	0.856
	5.924
	8.560
	10.204
	341



（1）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TI），为各地区技术创新的产出绩效。目前用于度量技术创新产出的主要指标有全要素生产率、研发经费支出、专利申请数量等。随着企业越来越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等相关制度不断完善，企业和机构为了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保证核心竞争力，都倾向于选择申请专利。我国的专利数据完整且较易获取，因此，本文采用各省份的专利授权量这一指标来衡量各创新产出。
（2）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命令型、市场型及公众型3种环境规制工具的指标。
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KZ）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在我国实施时间最长，主要是国家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制定并实施各种不同的环境标准政策来使得企业的排污行为符合规范，从而改善环境的质量。考虑到命令控制型工具效果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削减工业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为了排除区域工业行业规模的影响，本文选用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各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代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当单位工业产值排污量越小，表示政府在此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越强。
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JL）是一种具有激励作用的市场政策工具，它通过市场信号指导企业进行决策，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得企业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同时能够完成政府设定的环境保护目标，优化社会福利和效益。激励型的环境政策主要有排污费、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押金-退款制度等。考虑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最能体现一个地区在环境规制上付出的成本，同时为了消除地区经济规模的差异，本文选取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度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
    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CY）是一种非传统的污染控制手段，它通过具有环保意识的个体或组织，直接或间接对企业施加压力，实行市场监督，使得企业自愿采取措施以实现污染控制。尽管目前关于此类环境规制的研究文献较少，但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意识逐步加强，环境信访制度也日趋完善。本文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纳入模型进行探讨。同时，基于数据可得性及代表性，本文选取各地区环境信访上访批次来度量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
   （3）控制变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指标采用较为普遍的GDP指标来衡量；行业规模（CZ）选用各地区样本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年工业总产值来测量；环境保护及环境监督方面的投入采用各地区环保系统年末实有人数（RS）来衡量。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带来的波动，各地区GDP采用以2005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4  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
4.1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本文的面板数据具有省际和时间两个维度，因此模型的设置不准确会导致参数估计方法不恰当，并对最后的实证结论造成较大误差，因此，在进行数据回归分析前，先用Stata12.0软件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作出选择。一般而言，面板数据模型有3种：混合 O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固定效应模型。我们采取以下3个步骤来进行模型选择：首先，使用Wald检验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 OLS模型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模型；其次，使用BP-LM 检验比较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 OLS模型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模型；最后，使用Hausman检验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3种数学检验的比对分析，本文最后决定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本研究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估计。
此外，在方程的计算中，还有两个可能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 自相关和异方差。每个样本均有11年的观测值，这使得误差项可能存在自相关；误差项受到样本值个体差异性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模型在估计过程中存在异方差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使用Wooldridge test检验变量之间的自相关问题、LR检验( Likelihood-ratio test) 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
对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显示变量间显著存在自相关，模型中也有异方差性。为了剔除这两者对结果可能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对固定效应模型回归。
表内缩写名称未在文中或标注内做说明
	表2  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
	P 
	原假设
	检验结果

	Wald test
	0.000 0
	OLS vs fe
	fe

	BP-LM test
	0.000 0
	OLS vs re
	re

	Hausman test
	0.000 0
	fe vs re
	fe

	[bookmark: _Hlk494035185][bookmark: _Hlk494035155]Wooldridge test
	0.000 0
	不存在自相关
	No

	LR test
	0.000 0
	不存在异方差
	No



4.2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4.2.1  静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Stata12.0软件对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FGLS做回归分析。纵观国内目前的形势，不管是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能力水准，东、中、西部地区都表现出较大悬殊，针对这种差距，本文分别对模型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lnKZ

	－0.035
	－0.103
	0.047
	－0.186**

	
	(－1.18)
	(－1.46)
	(0.99)
	(－2.44)

	lnJL

	0.053**
	0.054*
	0.216***
	0.055

	
	(2.19)
	(1.75)
	(2.99)
	(1.25)

	lnCY

	－0.047***
	－0.011
	－0.022
	－0.059***

	
	(－4.04)
	(－0.41)
	(－0.91)
	(－3.43)

	lnGDP

	2.273***
	2.692***
	2.108***
	2.136***

	
	(19.47)
	(13.86)
	(11.48)
	(9.08)

	lnCZ

	－0.224***
	－0.526***
	0.054
	－0.261*

	
	(－2.78)
	(－3.83)
	(0.45)
	(－1.72)

	lnRS

	－0.541***
	－0.657***
	－0.569***
	－0.308

	
	(－8.72)
	(－5.76)
	(－7.00)
	(－1.59)

	_cons
	－4.505***
	－4.767***
	－5.755***
	－4.475***

	
	(－10.23)
	(－7.18)
	(－6.51)
	(－4.66)

	N
	341
	121
	88
	132


注：1）括号内为相应的t值；2）***、**、*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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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全国层面分析
在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053，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047，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阻碍了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主要原因有：（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我国发展时间最久，并得到了良好实施，其创新驱动的效应有限，因此作用并不明显。（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作为政府扶持下的一种经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企业在这种政策环境下愿意自发地进行技术创新，以减少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成本内耗。（3）公众参与型工具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企业为了规避公众监督的影响，会选择采取末端治理等短期行为，由此会挤占企业的研发资金，因此会表现出公众参与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GDP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为2.273，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工业总产值和环保机构人员对技术创新影响分别为－0.224和－0.541，并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行业规模越大、环保机构人员监察力度越强的地区，越无法有效开展技术创新。
4.2.1.2  区域层面分析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86，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西部地区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是由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主要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导，而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的执行力度强，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产生补偿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东、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4和0.216，并且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东、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推动作用要大于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作用。这是因为，东、中部地区企业技术水平较高，激励型环境规制会为企业提供更为明确的技术创新方向，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信心。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059，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信访制度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阻碍作用。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GDP对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了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不论哪个区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高效途径。行业规模对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为－0.261，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区域优势，很多企业为了规避环境成本，选择在西部地区开展工业活动，导致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环保机构人员在东、中部地区都对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环境普及程度低，公众的环保意识不足，环保机构执行力度不足；另一方面环保机构的政策执行方式单一，对政府及企业的决策影响微弱。
4.2.2  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由于一般经济现象都具有惯性，过去会对现在造成影响，为了有效解决变量内生性造成的偏差，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采用一阶差分的方法来消除样本差异性引起的个体效应，同时采用适当的工具变量来改进差分后滞后项与干扰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GMM估计做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遗漏变量偏误问题，使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Hansen检验的P值可以看出，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从AR(1)和AR(2)的P值结果可以看出，存在一阶、二阶序列值相关。
	表4  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L.lnTI
	0.903***
	0.862***
	－0.552
	0.441

	
	(38.58)
	(14.25)
	(－1.08)
	(1.31)

	lnKZ
	0.059***
	－0.248
	0.290
	－0.174

	
	(4.76)
	(－0.67)
	(0.77)
	(－0.93)

	lnJL
	0.079***
	0.165
	1.106**
	0.071

	
	(9.55)
	(0.94)
	(2.54)
	(1.53)

	lnCY
	－0.043***
	－0.086*
	0.231
	－0.073***

	
	(－9.35)
	(－1.75)
	(1.05)
	(－3.93)

	lnGDP
	0.233***
	0.240
	3.506**
	1.295*

	
	(5.44)
	(0.49)
	(2.25)
	(1.67)

	lnCZ
	0.008
	－0.409
	－0.017
	－0.341

	
	(0.90)
	(－1.07)
	(－0.08)
	(－1.55)

	lnRS
	－0.052***
	0.635
	0.452
	－0.116

	
	(－2.76)
	(0.90)
	(0.39)
	(－0.43)

	_cons
	－0.454***
	－1.206
	－24.590**
	－1.690

	
	(－6.73)
	(－0.81)
	(－2.50)
	(－1.50)

	N
	341
	121
	88
	132

	AR(1) P
	0.007
	0.001
	0.591
	0.265

	AR(2) P
	0.452
	0.063
	0.583
	0.729

	Hansen P
	0.996
	1.000
	1.000
	1.000



通过分析表4的回归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的相关系数为1左右，表明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惯性。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行为过程，上一个阶段的技术创新对当期的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全样本的技术创新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59和0.079，并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两种工具对技术创新都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从而验证了“波特假说”。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全国的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043，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GDP对全国技术创新影响仍表现为1%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233，说明GDP每上升1个单位，技术创新水平提高0.233。环保机构人员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1%显著负相关，弹性系数为－0.052，表示环保系统人员每增加一个单位，技术创新水平降低0.052。
（3）东、西部地区的公众参与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6和－0.073，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影响回归系数为1.106，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现为明显的激励效应。而GDP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仍表现为明显的激励作用。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利用全国2005—2015年共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3种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从总体情况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为激励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波特假说”存在的合理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为挤出效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在地区水平上，3种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推动了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发展，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在东、中部地区明显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阻碍作用。这说明对“波特假说”的解释需要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规制工具对“波特假说”都会有着有不同的解释结果。技术创新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环境规制工具对于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影响差异，而GDP不论从全国还是从区域的角度都显著地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发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5.2  建议
（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实证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从总体角度分析还是从区域角度分析，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在最大程度上驱动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应只关注数字，要更注重确保经济发展的质量，通过优化生态科技创新能力结构，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2）实施有差别的区域环境规制政策，因地制宜地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要抓住“两型社会”及“中部崛起”的政府优待政策，大力加快发展经济，加强市场的调控作用，促进技术创新发展。西部地区要考虑环境承载能力，适当地提高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标准，更好地诱发企业自主进行技术创新，利用区位优势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先进的管理人才，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3）制定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作用。对每一地区针对其区位特点采取多种环境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如市场准入、环境标准、专项补贴、排污权交易、环境听证制度和排污费等等，充分保证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促使我国达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目的。
（4）普及公众环保知识教育，完善公众参与的政策制度。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落实公民的环境知情权，鼓励公众参与政府的环境决策，建立健全环境行政诉讼，保证政策落实，为我国开展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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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本文对我国境内东、中、西部的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区域为上述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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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studies the impact of 3 e

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31 provinces and 

the

 

east, 

m

iddle an

d western regions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

 

the command

-

controll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market

-

motiv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tools have a significant incentive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t

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have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outpu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various regions reflect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with 

lagged first stage are used as ex

planatory variables, and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GMM)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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